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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正确分析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协调发展度，对改善高污、高排、高耗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与资
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３０个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分析法计算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各省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度，从时序及截面２个维度评价中国各区域新型城镇化
质量和绿色经济效率协调发展阶段及水平，为探索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提供现实依据。结果表明，近１０年来，我国新
型城镇化质量及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水平均有所提升，且东部各指标的发展优于中西部地区；从区域分类结果看，

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等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最高，其协调发展水平较好，而黑龙江省、吉林省、四川省等中西部省

域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较低，协调性相对较弱，各省域的发展情况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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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提升，并顺利
完成了大规模的城镇化，截至２０１７年年末，全国人口城镇化
率超过５８％。质量是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其发展不仅要注重
规模的扩大化，更要关注内在发展质量的提高。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就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以全面提高城

镇化质量为新要求，强调保护环境先行的发展策略，控制企业

的开发强度及相关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党的十九大从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层面对新型城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注重

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共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２０１８年，第９
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之新时代绿色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分

论坛进一步探索绿色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问题，就

生态文明视角下，中国如何推进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及相应

发展模式探讨。那么当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否兼顾了绿色

经济发展、区域发展是否存在差异性、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模

式如何定位等问题亟需解决。本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

据，通过耦合模型等分析工具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合理

的数据参考价值。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新型城镇化

的研究多涉及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等方面。叶裕民基于经

济、基础设施及人口现代化等一级指标对全国城镇化的发展

水平予以评价［１］。牛文元从系统发展论的角度，以城市发展

的动力、质量及公平等发展系统构建城镇化质量指标体

系［２］。曾志伟等首次将“新型度”一词引入到城镇化评价体

系中，构建了包含经济、环境及社会建设等一级指标体系［３］。

２０１２年，十八大报告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后，学者们
开始将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建设和人的发展等纳入到指标

评价中，进一步完善了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研究体系。如吕丹

等首次将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到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中［４］；

王博宇等从不同区域角度，构建包含人口、土地、经济、产业、

生态及资源等多方面指标，丰富了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研究体

系［５－８］。而绿色经济效率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经济效

率的研究内容及其测算方法，从研究内容来看，既有关于各行

业的绿色增长，如刘瑞翔等的研究［９－１０］，又有包括工业产业

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如李玲等的研究［１１－１４］。从研究方法来

看，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多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ＤＥＡ），如
Ｗａｎｇ等的研究均涉及此方法的扩展应用［１５－１９］，且随着绿色

经济效率测度指标的不断丰富，近年来学者们学习开发出非

径向、非导向性的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ＳＢＭ－
ＤＤＦ），更加科学、有效地测度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如叶祥松等
的测度方法［２０－２２］。综上，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及绿色经济效率

的测算及实证评价等研究文献较丰富，然而，对于两者的相关

关系主要集中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否有助于绿色经济效率提

升的问题上，如王婷等的实证研究［２３－２６］，而两者间的协调性

关系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作出如下拓展：首先从经济、人

口、环境、社会等４个方面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新型城镇化
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及综合评价法共同衡量新型城镇

化质量水平。同时，利用基于ＳＢＭ－ＤＤＦ模型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生产指数，以资本、能源、劳动作为友好投入指标，
“三废”、ＧＤＰ作为输出指标测算全行业的绿色经济效率。其
次，采用耦合分析法对中国各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绿色经

济效率的协调发展阶段及水平作出评价。最后，以新型城镇

化及协调度水平为分类标准，将中国各省域分为六大发展类，

并对各类型区域的现阶段发展作出详细概述。结果表明，从

时序发展方面看，近１０年来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及与绿色经
济效率的协调发展水平均有所提高，而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

相对平缓。从截面数据分析看，２０１６年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
及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度均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绿

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性较不显著。从细分类项中看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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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广东省、上海市等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最高，且其协

调发展水平较好。黑龙江省、吉林省、四川省等省域的新型城

镇化水平较低，协调性相对较弱，区域的差异化发展依然

存在。

１　指标体系、方法模型与数据来源

１．１　指标体系构建
本试验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及指标

构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等原则选取１７个指标，从经济、人口、
环境、社会等４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其中，经济
水平类指标反映了经济结构的转化升级及区域发展状况，人

口类指标反映了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集中过程及城镇人口的

质量问题，生态类指标反映了区域生态环境的基础建设情况

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类指标反映了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

的变化。同时，以资本、能源、劳动作为友好投入指标，“三

废”、ＧＤＰ作为输出指标构建全行业的绿色经济效率（表１）。

表１　新型城镇化质量及绿色经济效率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符号 单位 权重（％）
新型城镇化质量 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 人均ＧＤＰ ｘ１ 元／人 １２．２１

工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ｘ２ ％ ５．０２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ｘ３ ％ １３．２１

人口和人力资源 城镇人口比重 ｘ４ ％ １１．０８
人口自然增长率 ｘ５ ％ ６．９５
每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人数 ｘ６ 人／万人 ８．９５

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ＧＤＰ ｘ７ ％ １０．２４
绿色指数 ｘ８ ％ ３．７５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ｘ９ ｍ２／人 ６．０４

城乡一体化和社会和谐 城乡人均收入比值 ｘ１０ — ６．０１
城乡人均消费比值 ｘ１１ — ６．２６
城镇登记失业率 ｘ１２ ％ １０．２８

绿色经济效率 投入指标 资本存量 ｙ１ 亿元 —

能源消费总量 ｙ２ 万ｔ —

三产就业总人数 ｙ３ 万人 —

产出指标 ＧＤＰ ｙ４ 亿元 —

“三废”排放总量 ｙ５ — —

１．２　耦合协调度模型
１．２．１　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是测度两者间的相互影响程度，
对内部交互耦合机制的定量分析。运用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

系数模型测度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绿色经济效率的耦合

度。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耦合度模型如下。

Ｃ＝ Ｆ（ｘ）×Ｇ（ｙ）／Ｆ（ｘ）＋Ｇ（ｙ）[ ]２{ }
２ ｋ

，（ｋ≥２）。 （１）

式中：Ｆ（ｘ）表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Ｇ（ｙ）表示绿色经济效
率；ｋ表示调节系数，本研究取 ｋ值为８。Ｃ表示新型城镇化
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耦合度，Ｃ越大表明两者越耦合，即新
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相互影响程度越强；反之，Ｃ
越小则两者越不耦合，即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

相互影响程度越弱。

１．２．２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耦合度模型的
进一步拓展，是对两者发展的层次性和整体效应的测度。因

此，本研究继续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探究新型城镇化质量

与绿色经济效率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其耦合协调度函数

如下：

Ｄ＝ Ｃ×槡 Ｔ，Ｔ＝αＦ（ｘ）＋βＧ（ｙ）。 （２）
式中：Ｄ表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度，Ｄ值
越大则表示两者的协调性越好，且耦合关系越和谐，Ｄ值越小
则表示两者的协调性越差，其耦合关系越不和谐；Ｃ表示新型
城镇化质量和绿色经济效率耦合水平；Ｔ表示新型城镇化与
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评价指数；Ｆ（ｘ）、Ｇ（ｙ）分别表示新型城镇

化质量水平、绿色经济效率；α和 β表示两者的权数，且均赋
值为０．５。
１．３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为了科学地衡量全国３０个省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
经济效率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对其协调度水平进行分类

（表２）。　

表２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协调等级 协调度Ｄ
极度失调 ０．００～０．０９
严重失调 ０．１０～０．１９
中度失调 ０．２０～０．２９
轻度失调 ０．３０～０．３９
濒临失调 ０．４０～０．４９
勉强协调 ０．５０～０．５９
初级协调 ０．６０～０．６９
中级协调 ０．７０～０．７９
良好协调 ０．８０～０．８９
优质协调 ０．９０～１．００

１．４　数据来源
支撑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有２个方面：一是全国３０个省域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指标，二是全国３０个省域绿色经济效率
的指标数据。两部分数据均来自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的《中国统计
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

计局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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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耦合协调度模型，基于变异系数法、综合评价法

及至前沿最远距离（ＳＢＭ）模型测算出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
及绿色经济效率值，对全国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新型城镇化质量与
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性进行测度（表３、图１），并从时序及截
面２个数据维度对两者间的协调水平进行阐述分析。
２．１　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时序协调分析

本研究选取全国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
经济效率共１７个单项指标数据，经过计算得到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绿色经济效率值及协调度 Ｄ。
由表３可知，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协调度Ｄ在０．６～０．７之间浮动，
说明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

段；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协调度Ｄ位于０．７～０．８之间，说明新型城

表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全国新型城镇化指数、绿色经济
效率值及耦合协调度值

年份
新型城镇化

质量指数

绿色经济

水平指数
耦合度Ｃ 协调度Ｄ

２００７ ０．３５ １．０４ ０．５６ ０．６２
２００８ ０．４０ １．０２ ０．６４ ０．６７
２００９ ０．４０ １．０１ ０．６５ ０．６７
２０１０ ０．３６ １．０３ ０．５７ ０．６３
２０１１ ０．４１ １．０１ ０．６７ ０．６９
２０１２ ０．４１ １．０２ ０．６６ ０．６９
２０１３ ０．４１ １．０４ ０．６４ ０．６８
２０１４ ０．４３ １．０４ ０．６４ ０．６８
２０１５ ０．５０ １．０１ ０．６７ ０．７０
２０１６ ０．５１ １．０２ ０．６７ ０．７１

镇化发展与绿色经济效率处于中级协调发展水平。结合图１
的协调度趋势，总结如下：（１）近１０年来，中国新型城镇化质
量略有提高，且年均递增率为０．０２。随着城镇化基础建设投
资比重的不断提升，城市环境治理趋近高效，内外部功能及软

硬件设施逐步完善，城镇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品质得以提

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值在 ２０１６年达到 ０．５１，相比
２００７年（０．３５）提高了近１倍。（２）绿色经济效率在１．０１～
１．０４间略微浮动，各年份绿色经济效率有轻微差异。说明我
国绿色经济发展缓慢，投资建设力度不足。对比城镇化质量

的提升速度，其发展的滞后性较显著，与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不

同步。因此，各区域均须加大其绿色产业的建设投资力度，努

力实现与新型城镇化的均衡发展。（３）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
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度 Ｄ分布在０．６～０．８区间内，其发展经
历了从初级协调向良好协调演进的过渡过程。说明在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同时也愈加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与绿色经济

发展的同步性问题，进一步反映出目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与绿色经济效率的良好协调发展状态。由图１可知，新型城
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发展水平在不断提升，且协

调度Ｄ呈现波动式的上升态势。
２．２　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截面协调分析

针对全国各省（市、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

的发展进程及协调性水平，选取２０１６年各省（市、区）新型城
镇化质量指数与绿色经济效率值进行截面协调分析，得到３０
个省（市、区）各指标发展水平（表４、图２）。整体上看，２０１６
年全国各省（市、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发展良

好，且其协调度在０．５４７２～０．８８９５之间，处于一个良好的协

调发展时期，说明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在逐步提高，要素之间的

互动关系也较适合区域发展环境，这与全国的整体结果较吻

合。就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对比来看，新型城镇化质量及

协调度Ｄ的大小排序为东部＞中部 ＞西部，绿色经济效率的
区域差异性不明显。对比其均值水平可以进一步得到验证，

东部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协调度Ｄ均处于全国均值之上，而
中部、西部的各发展指标均处于全国均值之下，发展相对滞

后。从各省域的发展情况（图２）来看，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
分布态势较平缓，中间出现轻微波动，表现为内蒙古自治区的

绿色经济效率值最低，天津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值最高，而其余

各省域的发展差异性不明显。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协调度 Ｄ
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说明省域间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协调

性水平的差异性较显著，这主要与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进程、人

文环境不同有关。因此，尽管全国整体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

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协调水平良好，但由于不同区域的建设目

标及重点不同，各指标的区域差异性仍然存在。

　　本研究根据协调度指数分类，并结合新型城镇化质量及
绿色经济效率，将全国３０个省（市、区）分为如下６种类型：
（１）良好协调 －高城镇化类Ⅰ；（２）中级协调 －高城镇化类
Ⅱ；（３）中级协调－中高城镇化类Ⅲ；（４）初级协调 －中高城
镇化类Ⅳ；（５）初级协调 －低城镇化类Ⅴ；（６）勉强协调 －低
城镇化类Ⅵ（图３）。
　　第一，良好协调 －高城镇化类。该类型包含北京市和广
东省等２个省域，主要分布在东部中心文化区域及东部沿海
区域，其区域经济建设已经趋于成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步伐

也进入了后期调整阶段，在寻求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也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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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６年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绿色经济效率及其协调度指数

地区
新型城镇

化质量

绿色经济

效率
协调度Ｄ 类型 地区

新型城镇

化质量

绿色经济

效率
协调度Ｄ 类型

北京市 ０．６８５０ １．０３２８ ０．８８９５ Ⅰ 湖南省 ０．４００５ １．０１３０ ０．６８２４ Ⅳ
广东省 ０．５３４７ １．０２３８ ０．７９５７ Ⅰ 福建省 ０．３９５３ １．０２７８ ０．６７７４ Ⅳ
上海市 ０．５２４３ １．０７３６ ０．７８８３ Ⅱ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０．３９４０ １．００７４ ０．６７６５ Ⅴ
山东省 ０．４６２１ １．０１４０ ０．７３９０ Ⅲ 河南省 ０．３８６５ １．０２８６ ０．６６８８ 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０．４５５６ ０．９９２７ ０．７３４１ Ⅲ 河北省 ０．３６９２ １．０１３７ ０．６５０８ Ⅴ
内蒙古自治区 ０．４５３８ ０．８２４９ ０．７３１８ Ⅲ 海南省 ０．３６１０ １．０５３５ ０．６４２２ Ⅴ
江苏省 ０．４７３９ １．０３０９ ０．７２３７ Ⅲ 江西省 ０．３６０６ １．０１７９ ０．６４１５ Ⅴ
浙江省 ０．４３１３ １．０２０９ ０．７１１８ Ⅲ 贵州省 ０．３４５５ １．０１００ ０．６２５７ Ⅴ
天津市 ０．４４０８ １．１９４８ ０．７１１６ Ⅲ 青海省 ０．３４００ １．０２５７ ０．６１９４ Ⅴ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０．４２５７ １．０１１６ ０．７０７５ Ⅲ 云南省 ０．３２８６ １．００７７ ０．６０４９ Ⅴ
陕西省 ０．４２６１ １．０１０８ ０．７０７３ Ⅲ 四川省 ０．３０３２ １．０１８６ ０．５７４１ Ⅵ
重庆市 ０．４２５２ １．０４６５ ０．７０５３ Ⅲ 吉林省 ０．２８４７ １．０４２１ ０．５４８８ Ⅵ
安徽省 ０．４２３１ １．０２７９ ０．７０４０ Ⅲ 黑龙江省 ０．２８１６ １．０３５６ ０．５４７２ Ⅵ
甘肃省 ０．４１５９ １．０２３６ ０．６９８０ Ⅲ 东部地区 ０．４９７９ １．０４０８ ０．７５６８
湖北省 ０．４０８９ １．０２２２ ０．６９００ Ⅳ 中部地区 ０．３９０４ １．０００９ ０．６７０５
山西省 ０．４０５５ ０．９８６８ ０．６８９６ Ⅳ 西部地区 ０．３２９１ １．０１６４ ０．６０１９
辽宁省 ０．４０２０ ０．９９６１ ０．６８２８ Ⅳ 全国 ０．４１５０ １．０２１５ ０．６８４４

注重人与自然、经济与绿色的协调共进。从区域分类结果来

看，该类型省域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处于高水平发展，且与绿色

经济效率的状态处于良好协调发展阶段。主要是因为北京市

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中心，其城镇化和工业化

的发展起点和进程都较迅速，并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投入

到经济建设中，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而广东省由于珠

江三角洲地区实行“先富带动后富”政策，基于辐射效应，其

整体城镇化建设进程发展较快。第二，中级协调 －高城镇化
类。该类型包含上海市等省域，上海市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

的地区之一，其城镇化率已接近９０％，高于世界发达国家的
平均水平。从区域分类结果来看，该类型省域的新型城镇化

质量处于高水平发展阶段，且与绿色经济效率达到中级协调

发展阶段。主要是由于伴随着城镇化速度的扩张，上海市同

样也面临着城市外延扩张占主导、生态环境质量建设进程慢

及区域差异化扩大等问题［２７］。使得该类城市新型城镇化的

后期发展动力不足、绿色经济效率发展进程相对迟缓，两者间

的协调水平有待进一步优化提升。第三，中级协调 －中高城

镇化类。该类型包含山东省、江苏省等东部４省，内蒙古自治
区、安徽省等中部２省（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
治区、陕西省等西部５省（区）。从区域分类结果看，该类型
省域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达到中高等水平，且与绿色经济效率

处于中级协调发展阶段。如何雄浪等的研究显示，该类型省

域内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相对较晚，或是因为自然资源的

充裕，或是因为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城镇化建设力度在不

断加大［２８－２９］。同时，带来的城市污染问题也影响着区域绿色

经济的发展，使得该类型省域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

发展相对居中，两者的协调水平一般，有待进一步改善。第

四，初级协调－中高城镇化类。该类型包含福建省、辽宁省等
东部２省及湖北省、湖南省、山西省等中部３省。从区域分类
结果看，该类型省域的城镇化达到中高等水平，且与绿色经济

效率的协调性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如王国惠等的研究显

示，该类型省域的经济发展往往较迅速，而生态环境比较脆

弱，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过多地追求发展速度而忽略

质量发展，使得区域的绿色经济效率相对较弱，与其新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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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发展的不同步性较显著，两者间的微弱协调发展状态

难以得到提升［３０－３１］。第五，初级协调－低城镇化类。该类型
包含海南省、河北省等东部３省，江西省、河南省等中部２省
及云南省、青海省等西部３省。从区域分类结果看，该类型区
域的城镇化水平较低，且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状态为初级

协调发展类。如余江等的研究显示，该类型大部分省域在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４个维度上，如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的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城镇化的基础设施水平、城镇化的资源环境水平

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优势和“短板”，使得区域内的新型城镇

化进程缓慢、绿色经济效率发展不足，两者间的协调水平相对

低下［３２］。第六，勉强协调－低城镇化类。该类型包含黑龙江
省、吉林省等中部２省及四川省等西部省份。从区域分类结
果来看，此类型省域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且与绿色经济效

率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就东北２省的发展而言，其产业结
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偏向于资源型及重工业企业、人口红利的

不断流失、民营企业的发展缓慢及自主创新能力偏弱等因素，

使得该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水平较低，且重工业污染导致的环

境压力较大，新型城镇化及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动力明显不

足。而对于四川省而言，作为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发展模

式，其经济水平和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及发展水平都相对

低下，整体经济发展效率不高。

３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全国 ３０个省域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的面板数据为
例，分别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及绿色经济效率指标体系，

运用变异系数法、综合评价法及ＳＢＭ模型算法计算得到新型
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及绿色经济效率值。进一步利用耦合模

型对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性水平进行

测度与评价，明确各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及绿色经济效率的

差异化协调现状，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化的建设发展提供数据

参考。从时序发展方面看，近１０年来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及
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发展水平均有所提高，而绿色经济效

率的发展相对平缓。从截面数据分析来看，２０１６年我国新型
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差异

化布局。进一步从城镇化－协调性等级分类中可以看出各省
域间的发展差异，如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等东部地区的城

镇化水平最高，且其协调发展水平较好。黑龙江省、吉林省、

四川省等中西部省域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协调性相对最

弱。由此可得相关研究启示：首先，针对良好协调－高城镇化
类及中级协调－高城镇化类等类型的省域，如东部的北京市、
广东省、上海市等。该类型省域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

较好，其发展的重点是继续重视绿色产业的发展，进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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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与空间定位、推进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

调性发展，实现全面提升。其次，针对中级协调－中高城镇化
类及初级协调－中高城镇化类等类型的省域，如东部的山东
省、江苏省、福建省、辽宁省等６省，中部的内蒙古自治区、安
徽省、湖北省、湖南省等５省（区）以及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等５省（区）。该类型省域的
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处于中高层，应进一步加大新型城

镇化的建设投资力度，提升其质量水平；充分发挥区域竞争优

势，有效提升其绿色经济发展质量，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绿

色经济效率的协调性发展。再次，针对初级协调 －低城镇化
类及勉强协调－低城镇化类的省域，如海南省、河北省等东部
３省，江西省、河南省、黑龙江省、吉林省等中部 ４省及云南
省、青海省、四川省等西部４省。该类型省域新型城镇化质量
及协调水平相对最低，须进一步加大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的建

设投资力度。同时基于辐射原理，借助东部发展较好省域的

带头作用，促进江西省、河南省、海南省及河北省等邻近省域

的发展。而对于相对偏远的西部地区，应适当学习优势地区

的发展经验，取长补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使其新型城镇化

发展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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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２（５）：７０－
８２．　

［１２］李　静，沈　伟．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Ｊ］．山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４（２）：
５６－６５．

［１３］张江雪，蔡　宁，杨　陈．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
影响［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５，２５（１）：２４－３１．

［１４］岳鸿飞，徐　颖，周　静．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创
新贡献测评［Ｊ］．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４）：５２－６１．

［１５］ＷａｎｇＺ，ＦｅｎｇＣ．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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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５，１４７（６）：６１７－６２６．

［１６］胡　彪，李健毅．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区域环境效率时空差异评
价［Ｊ］．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１５（５）：８２－８８．

［１７］张子龙，逯承鹏，陈兴鹏，等．中国城市环境绩效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基于超效率ＤＥＡ模型和面板回归分析［Ｊ］．干旱区资源
与环境，２０１５，２９（６）：１－７．

［１８］ＢｕＭ，ＪｉａｎｇＬ，ＦｏｌｍｅｒＨ．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ｕｔｐｕ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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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６，
１１３（２）：１２３－１３２．

［１９］朴胜任，李　健．基于超效率ＤＥＡ模型的中国区域环境效率时
空差异研究［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８，３２（４）：１－６．

［２０］叶祥松，彭良燕．我国环境规制下的规制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研究：１９９９—２００８［Ｊ］．财贸经济，２０１１（２）：１０２－１０９，１３７．

［２１］李卫兵，梁　榜．中国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溢出效应研究
［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１（４）：５６－６６．

［２２］陈超凡，韩　晶，毛渊龙．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中国工业绿
色增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非线性检验［Ｊ］．山西财
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４０（３）：６５－８０．

［２３］王　婷．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时空分化［Ｊ］．人
口研究，２０１３，３７（５）：５３－６７．

［２４］王　兵，唐文狮，吴延瑞，等．城镇化提高中国绿色发展效率了
吗？［Ｊ］．经济评论，２０１４（４）：３８－４９，１０７．

［２５］于　伟，张　鹏．城市化进程、空间溢出与绿色经济效率增
长———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省域单元的空间计量研究［Ｊ］．经济
问题探索，２０１６（１）：７７－８２．

［２６］方齐云，许文静．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时空
效应分析［Ｊ］．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７（１０）：６４－７２．

［２７］施芝鸿．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城镇化道路［Ｊ］．上海农村经济，
２０１３（５）：４－７．

［２８］何雄浪，毕佳丽．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发展与新型城镇化
路径研究［Ｊ］．当代经济管理，２０１４，３６（８）：６７－７２．

［２９］曹　飞．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质量动态测度［Ｊ］．北京理工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１９（３）：１０８－１１５．

［３０］王国惠，赵新燕，黄永胜．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关系
探究［Ｊ］．经济问题，２０１８（３）：１１２－１１７．

［３１］谢　锐，陈　严，韩　峰，等．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的影响及时空效应［Ｊ］．管理评论，２０１８，３０（１）：２３０－２４１．

［３２］余　江，叶　林．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构建、
测度与比较［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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